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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近代中国史研究的范式转移及其意义（尤小立）

双击自动滚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已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转移。如果

说，八十年代文学界的“重写文学史”的诉求，曾经让历史研究显得相对封闭、滞后与保守，那么进入九十年代以

后，历史研究的悄然变革已经全面展开了。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历史研究的视野就不再局限于狭窄的政治史一隅，社会史的引

入，文化史的昌盛，人口史的异军突起，已经冲破了正统主流的单一模式，但那只能算是史学变革的前夜，因为从

观念上说，“以论代史”的现象未及彻底剃除又穿上了“皇帝的新装”而流行于学界，“借古讽今”的风尚由于时

代的需要依旧十分盛行，“为现实服务”也自然成为治史者的唯一目的。  

  但九十年代以后情况似乎有了质的变化。其显著特征，就是史学的实证方法的恢复。其实，史学实证方法恢复

的意义不单是在研究方法的变动方面，它首先提示了某种观念的恢复。当年胡适所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

证”治学原则，又努力从乾嘉考据学派那里挖掘科学精神和方法，其着眼点就是要在反对空疏学风的同时，提倡一

种“拿证据来”的科学的理性态度。恢复实证方法，不仅是恢复科学理性的责任义务的体现，对每个有良心、有道

德责任感的史学研究者来说，也是为了满足情感上抚慰先人、抚平历史创伤的需求。  

  历史研究从来不拒绝诠释，但问题是这种诠释所坚守的立场是建筑在“心无古人”（此处“古人”，盖与今人

相对而言）还是“心有古人”之上的。应该说，经过近大半个世纪的“过度诠释”以后，近代中国的历史日益脱离

历史的原有轨道的原因，主要就是历史研究者的“心无古人”的立场造成的。这样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二十世纪

初以来“反传统”思潮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倾向的意义，因为在“反传统”的阵营里实际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

有本质上的差异的。现在所以要提倡还原历史，并非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策略，也不是简单地向西方传统的客观主义

史学靠拢，而是为了在实证与阐释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并实实在在地延续和坚守一种治史的理性态度和原则。揆诸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我们不能说“两大起义、三次高潮”的说法，或者近来为研究者认同的“物质——制度——观

念”的文化依次递进或现代化进程之类的模式以及寻求现代性特征的诸方式全无可取、可信之处，但历史本身的复

杂性，被化约成某种公式表达式，实际上只能算是史家被“历史规律”所左右或追寻“历史规律”的良好愿望的反

映。  

  在近代中国史研究的范式转移过程中，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成就是引人瞩目的，而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

四川大学历史系罗志田先生的研究则同样是引人瞩目的。不过，罗先生的影响似乎还局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和读书

界，他的研究以及文章常常不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也是事实。（关于这一点，罗先生自己在一篇自叙里也提到

过。参见《书评三十家》）手头这本《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是我在一家享誉全国的学术

书店购得的。当时的我，在欣喜之余，也不免气短，自己千里迢迢、千方百计，可是书店里却躺着一摞，足有二十

几册复本，彼此默默相依，无人问津。  

  《权势转移》是罗志田先生的一部分有代表性论文的合集，所收论文除个别发表刊载海外，大部分发表于《历



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史学刊物上。虽则是单篇集合，所论却围绕着一个主题：即书名标识出的“权势转

移”。按照罗先生的意思，“权势转移”实指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中受西潮冲击后的“一系列文化、社会、思

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大变化”。（第９页）然从本书的实际内容看，他所关注的还是思想、文化与社会的互

动关系及其“变的一面”。  

  就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而言，近代以来无疑是变化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除去中国文化发展本身的“内在理路”

外，西方文化的冲击，应该说是思想文化剧变的主要造因。作为接受的一方，近代中国士人对“‘新’的崇拜”与

急功近利的心态恰相应合，共同构建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显性的一面。《权势转移》正是由此入手，揭示近代中

国的思想、学术上“新”与“旧”的交错盘桓，更迭变迁。但此书的突出之处并非在于单纯地描述，而是“凸显了

民初传统的中断与延续并存，新旧杂处而相互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界位

置错综、角色倒置的现象，而且提示了民初社会发展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见第２６２页）不过，这种揭

示，不是所谓“六经注我”式，或通常意义上的理论分析，而主要是为了达到“史实的重建”的目的。因为从《权

势转移》看，罗先生“重建史实”所体现出的理念，并非是在“疑古”而主要是“疑今”，换言之，他注意的是从

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即他所说的“注重人当事人的当下时代关怀”。见第９页），对今人的“过

度阐释”则取一种反思、分析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对今人的阐释，须以革命的方式推倒重来。事实上，学术

研究从来都不可能是“革命式”的，革故鼎新只不过是后来者夸张式的描述，于真正的学术研究并无直接关联。近

代以来的学术传统本身就是近代历史的组成部分，已经属于“史实”（学术史）的范畴，学术传统一方面成为了研

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它与历史现象间的错位与无法啮合，也给后人提供了研究的空间。  

  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从理念上看，其实反而是“旧”的。它事实上重新回到了上世纪初陈寅恪先生

提到的“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

同一境界”的轨道。（语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这种现象从现实上看可能是一种反叛，而从

历史的角度看，却又是一种接续。通俗地说，则是一种“隔代遗传”。对历史的“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与实现

“重建史实”的目标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进入历史，与古人对话的基本路径。在《权势转移》中，作者对近代以

来思想学术上的“新”与“旧”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注和梳理，其实质是为了使“近传统”的内涵清晰

地呈现出来。为此，他也借用了社会学的方法，注意到思想、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权势转移》里的大部

分论文都是采取的“思想史的社会学视角”。但是在运用这种方法时，罗志田先生仍然是小心翼翼地注意不越出史

学的围栏。他的研究始终是以史实（材料）为基础的，并没有偏离实证这个基点。从学科的角度看，他所引入的社

会学的方法，也没有颠覆历史学科本身，而是在坚守学科独特性或曰根本点的同时，拓宽了视野，最终起到了丰富

学科内涵的作用。  

  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化的势头正猛的时候，注意学科交叉无疑是必要的，但这中间未必没有一个边界意识的问

题。历史学科在与其它学科结合后，彻底改变其基本点，形成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对整个人文或社会科学来说，

未必是件坏事，但是对历史学科则肯定不是好事。罗志田先生无意走出史学的围栏，也没有明确地标举解构，但他

用他对近代中国历史复杂性的叙述，实际上解构了近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研究上的化约论，也解构了以崭新理论

作为解释中国历史的终极理论的企图。而从总体上看，他对近代中国史研究的范式转移的卓越研究，其意义也已经

远远超出了史学专业的范围。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